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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场所募捐: 上级与同事捐赠额 

信息对员工捐赠额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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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工作场所募捐是慈善捐赠的重要来源。在工作场所募捐实践中, 上级通常会率先捐赠以期发挥榜样作用, 

但这种策略的效果如何却少有检验。本研究通过 7 项实验, 以同事率先捐赠为对照条件, 检验了组织内部上级(包

括直接上级、更高级别的上级以及旁部门的上级)率先捐赠对员工捐赠行为的影响及其心理机制。结果发现：在上

级捐赠额信息示范下, 员工捐赠额更低, 并且这种影响由员工感知到的劣势感(自己在职位、薪水和职业前景方面

的劣势)所中介。本研究对工作场所的募捐理论和实践有重要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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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慈善是指人们出于同理心和利他动机, 对有需

要的人给予援助或增进人类福祉的亲社会行为(楼

慧心, 2009)。作为第三次社会分配的重要方式, 慈

善捐赠在调节收入分配、缩小贫富差距、维护社会

公平稳定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是实现共同富裕

目标的重要途径(方兴, 张明, 2025)。个人慈善捐赠

主要通过三种渠道实现: 直接捐赠给慈善组织、直

接捐赠给受益人, 以及通过工作场所或社区进行捐

赠(Du et al., 2014)。工作场所募捐使得慈善机构能

在短时间内触达大量的潜在捐赠者, 在参与人数和

筹款数量上快速形成规模优势。在中国以及美国、

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 工作场所已成为慈善募捐的

重要阵地。例如, 希望工程等知名慈善项目在很大

程度上依赖于工作场所的募捐支持 (毕向阳  等 , 

2010)。 

尽管工作场所募捐在实践中十分普遍, 但以工

作场所为慈善捐赠场景的研究较少 (Christensen  

et al., 2016)。现有研究多关注组织层面因素, 如工

作满意度(Nesbit et al., 2012)、组织认同(Christensen 

et al., 2018)、薪资水平(Christensen et al., 2016)等, 

较少从人际视角研究员工的捐赠行为。员工是嵌入

组织网络的, 角色内和角色外行为都可能受到其他

工作伙伴的影响 , 特别是同事和直接上级的影响

(Jin & McDonald, 2017; Kiewitz et al., 2023)。在实

践中, 领导带头捐赠是常见策略, 用以发挥示范作

用并带动下属参与。例如 2024 年 9 月 7 日~9 日, 临

沂市某单位通过腾讯公益平台, 开展了“慈心一日

捐”活动, 由领导带头捐赠 1。这种策略基于员工会

参 照 对 其 而 言 重 要 个 体 的 行 为 的 假 设 (Blass, 

1991)。按此假设, 员工在观察到领导的行为后, 会

以相似的方式行事。然而 , 根据相似吸引力理论

(Similarity Attraction Theory), 个体的行为决策更

受 与 自 身 拥 有 相 同 身 份 基 础 的 他 人 的 社 会 影 响

(Forehand et al., 2002)。 

现有研究主要聚焦于单一行为主体在职场亲

社会行为的示范效应, 比如上级亲社会行为(W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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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 al., 2021)或同事慈善捐赠行为(Breeze & Wiepking, 

2020)对其他员工的积极影响 , 但尚缺乏对不同行

为主体(如上级与同事)慈善行为信息影响员工捐赠

的直接比较。因此, 本研究旨在系统比较来自上级

与同事的捐赠额信息对员工行为的社会影响差异, 

并探索其中可能的心理机制, 以期更全面地理解工

作场所募捐社会影响策略的实际效果, 并为优化捐

赠设计提供理论支持和实践指导。 

1.1  上级 vs. 同事捐赠额信息的社会影响 

社会影响(social influence)是指人们的行为决

策 受 到 他 人 行 为 决 策 信 息 的 影 响 (Cialdini & 

Goldstein, 2004)。在慈善捐赠领域, 研究发现他人

捐 赠 额 信 息 会 显 著 提 高 后 续 捐 赠 者 的 捐 赠 额

(Gächter & Renner, 2018; Shang & Croson, 2009)。

其原因包括：a)他人捐赠信息建立社会规范, 使观

察者趋同于他人行为(Van Teunenbroek et al., 2020); 

b)形成捐赠额的竞争性比较(看谁捐的多?) (Duffy 

& Kornienko, 2010); c)增加对慈善机构和慈善信息

的信任(Van Teunenbroek et al., 2020)。 

然而 , 社会影响不仅取决于他人“做了什么”, 

还取决于他人是“谁” (Shang et al., 2008)。在组织中, 

上级影响员工的态度与行为有赖于员工的社会学

习。Bandura (2001)认为, 较高地位的榜样易被模仿, 

因为员工与榜样有共同的组织目标, 且领导者拥有

资源与权力, 可以通过奖惩来规范员工行为。领导

作为组织中的关键人物, 不仅塑造组织环境, 也显

著影响员工行为与团队效能(Fischer & Sitkin, 2023)。

就募捐组织方式而言, 领导参与被视为募捐成功的

重要保障(孙立平 等, 1999), 雇主或者直接上级对

工作团队成员“100%捐赠率”的追求显著影响员工

捐赠意愿和捐赠额(Keating et al., 1981)。这些研究

都体现上级在募捐中的重要角色。然而, 上级带头

捐赠虽然利用了上级身份的社会影响, 却可能忽视

了身份一致性的作用。研究表明, 当个体意识到他

人的属性或特征与自己相似时, 社会影响的积极作

用更易发生。例如, 当他人在性别或社会特征上与

自己相似时, 人们的捐赠额更高(Shang et al., 2008)。

同事是组织内与员工地位相当的人, 在日常工作中

互动、接触较多, 相互支持、帮助(Kiewitz et al., 

2023)。而上级则负责监督与绩效评估, 拥有更多职

权和资源, 与员工身份特征存在差异。 

1.2  工作场所的社会比较对员工捐赠额的影响 

职场竞争带来的不确定性使个体常与其他员

工在薪资、能力、人际关系等方面进行社会比较

(Brown et al., 2007)。社会比较分为上行、平行和下

行比较: 上行比较是与处境更好者比较, 平行比较

是与相似者比较, 下行比较是与处境更差者比较。

不同方向的社会比较会影响个体的亲社会行为。例

如, 当个体与处境更差的人比较时(下行比较), 更

愿意帮助他人(郑晓莹 等, 2015)。 

面对捐赠呼吁时, 人们通常需要决定捐赠金额, 

而这一金额并不易确定。捐赠者经常依赖简单策略, 

如参照上次捐赠的数额或捐赠网页上默认的捐赠

额 2 等(江程铭 等, 2019; Goswami & Urminsky, 

2016)。而在工作场所的募捐情景下 , 常依据他人

(上级或同事)的捐赠信息做决定(Campbell et al., 

2017)。当观察者了解到上级(vs. 同事)捐赠后, 会

基于与其的社会比较来决策。与同事相比, 个人在

面对上级时更容易感知到职位、薪水和职业前景方

面的劣势。根据相对剥夺理论, 当个体认为自己相

较参照群体处于劣势时, 会通过其他行为补偿, 如

赌博或欺骗(Zhang et al., 2016; Zoogah, 2010)。

Karlsson 等人(2005)发现, 与经济状况更好者比较

会使得个体更加看重已有的财富而减少支出。捐赠

行为是有成本的行为, 需要将一个人的资源转移给

另 一 个 人 , 捐 赠 行 为 会 增 加 与 他 人 的 相 对 劣 势

(Zhang et al., 2016)。因此, 为弥补劣势, 员工可能

减少对他人利益的考虑。基于此, 本文提出假设:  

H1: 相比于同事捐赠额信息 , 上级捐赠额信

息示范下员工捐赠额更低。 

H2: 感知劣势在捐赠者身份(上级 vs. 同事)对

员工捐赠额影响之间起中介作用。 

1.3  金钱捐赠与时间捐赠的差异 

金钱和时间捐赠是人们参与公益的两种主要

方式, 均体现社会责任。尽管二者都是重要的资源, 

但其心理属性不同, 对个体的认知和行为的影响也

不同(Mogilner, 2010)。从资源特性来看, 金钱是一

种可再生的资源, 可通过多种方式获得, 且与社会

地位、成就感和物质财富密切相关。感知劣势的前

提是参与社会比较的个体之间在资源、能力和社会

地位等方面存在高低差距。金钱易于量化和比较, 

从而强化了这些差异, 成为员工与上级(vs. 同事)

比较时劣势感的来源。因而启动金钱概念会强化员

工与上级(vs. 同事)之间能力、资源和地位的差异。

而时间不可存储或积累, 是相对公平的资源, 因而

                       

2 很多网络捐赠项目设有大小不等的捐赠额选项, 比如 5 元、

10 元、20 元和 50 元。如果其中 5 元已经被选定, 则 5 元被称

之为默认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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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动时间不会强化员工与上级 (vs. 同事 )之间能

力、资源和地位的差异。基于此, 本文提出假设: 

H3: 上级 vs. 同事捐赠额信息对员工捐赠额

的抑制作用体现在金钱而非时间捐赠上。 

1.4  研究总览 

本研究通过 7 项实验探讨核心问题: “为何在上

级(vs. 同事)率先捐赠的情境下, 员工反而可能捐

赠更少? ”实验 1a 和 1b 比较了“上级 vs. 同事”捐赠

额信息对员工捐赠行为的直接影响, 检验两类示范

信息是否存在系统性差异; 实验 2a 与 2b 考察其心

理机制, 聚焦“感知劣势”, 同时排除替代解释, 并

探索了“社会规范”的可能中介路径; 为加强因果推

断, 实验 3 通过操纵“感知劣势”进一步验证其作为

中介机制的有效性; 实验 4 则扩展了上级身份的类

型, 检验该效应是否具有广泛适用性; 最后, 实验

5 区分金钱捐赠与时间捐赠, 探讨资源属性的调节

作用。通过“现象—机制—边界条件”的递进框架, 

研究系统评估了“上级带头捐赠”策略的实际效果。 

2  实验 1a: 上级 vs.同事捐赠额信息
对员工捐赠额的主效应 

实验 1a 检验上级 vs.同事捐赠额信息对员工捐

赠额的影响。考虑到捐赠额锚值高低以及无社会信

息组可能有不同效应, 实验采用了 2 (先前捐赠者

身份: 直接上级 vs. 同事) × 2 (捐赠锚值: 高 vs. 

低) + 无社会信息组共 5 组被试间设计。本实验利

用 G*power 软件(Faul et al., 2007)计算出在显著性

水平 α 为 0.05 且效应量为中等效应时(f = 0.25), 要

达到 95%统计力水平的样本量至少需要 305 名被试。

实验通过见数平台 (www.credamo.com)招募被试 , 

剔除未通过注意力筛查的被试, 有偿招募了 313 名

18 周岁及以上的在职人员, 平均年龄为 32.74 岁

(SD = 7.75 岁), 其中女性占比 66.33%。 

2.1  情境实验设计 

被试被随机分配到 5 组之一, 并被要求想象其

所在工作单位正在组织为某乡村教育类慈善项目

捐赠。在阅读完慈善项目的诉求内容后, 有社会信

息的 4 组被试被告知: “此刻, 你了解到你的一位直

接上级/同事为该慈善项目捐赠 20 元/200 元”。接着, 

被试被要求填写自己愿意的捐赠额。作为操纵检查, 

被试被要求评估为该项目捐赠 20 元/200 元金额的

高低程度(1 = 非常低, 7 = 非常高)。无社会信息组

没有上级或同事的捐赠额信息, 被试阅读完慈善项

目内容后, 直接被要求填写自己的捐赠额。被试完

成实验任务后 , 报告了性别 , 年龄 , 受教育水平 , 

月收入水平以及所在工作单位性质(后续实验人口

统计信息皆与此相同)。 

2.2  结果与讨论 

独立样本 t 检验显示, 被试认为 200 元的捐赠

额(M 高 = 4.80, SD = 1.02)显著高于 20 元的捐赠金

额(M 低 = 3.57, SD = 1.24), t(248) = 8.55, p < 0.001, 

Cohen’s d = 1.08。该结果表明, 20 元和 200 元的捐

赠锚值高低操纵有效。 

5 组条件下捐赠额分别为 M 上级组-高 = 102.83, 

SD = 54.38; M 上级组-低 = 17.31, SD = 8.98; M 同事组-高 = 

150.13, SD = 71.53; M 同 事 组-低  = 29.03, SD = 20.68, 

M 无社会信息组 = 104.92, SD = 99.58。由于捐赠额呈偏

态分布(Skewness = 1.65, SE = 0.14), 因此对捐赠额

对数转化(Simpson et al., 2018)后进行统计分析。 

首先, 对捐赠额进行 2 (先前捐赠者身份: 直接

上级 vs. 同事) × 2 (捐赠锚值: 高 vs. 低)方差分析, 

结果显示先前捐赠者身份效应显著 , F(1, 246) = 

18.67, p < 0.001, η2
p = 0.07。捐赠锚值效应显著, F(1, 

246) = 405.93, p < 0.001, η2
p = 0.62)。二者交互作用

不显著, F(1, 246) = 0.01, p = 0.91。纳入人口特征变

量为协变量进行分析不影响研究结论。其他人口特

征变量对捐赠额影响均不显著(ps > 0.05)。 

其次, 以 5 组组别为自变量, 捐赠额对数为因

变量进行 ANOVA 分析, 结果显示 5 组条件下捐赠

额差异显著, F(4, 308) = 71.85, p < 0.001, η2
p = 

0.48。事后检验结果显示 , 无社会信息组捐赠额

(M 无社会信息组 = 4.19, SD = 1.24)显著高于同事—低锚

值组(M 同事组-低 = 3.18, SD = 0.77, t(123) = 7.04, p < 

0.001, Cohen’s d = 1.26)和上级低锚值组(M 上级-低 = 

2.82, SD = 0.41, t(123) = 9.60, p < 0.001, Cohen’s 

d = 1.72); 显著低于同事—高锚值组(M 同 事 组 - 高  = 

4.83, SD = 0.73, t(124) = −4.41, p < 0.001, Cohen’s 

d = −0.79), 与上级—高锚值组相比无显著差异(M 上

级组-高 = 4.48, SD = 0.62, t(124) = −1.99, p = 0.27)。 

实验 1a 结果表明, 与同事捐赠额示范相比, 上

级捐赠额信息条件下员工捐赠额更低。该结果支持

H1。无社会信息组被试的捐赠额与其他组捐赠额的

对比, 随着对比组锚值的高低而变化: 在低锚值时, 

无论是上级组还是同事组被试的捐赠额都低于无

社会信息组, 而在高锚值组时, 无社会信息组被试

的捐赠额与上级组无差异, 但是少于同事被试组。

一个合理的推测是, 随着锚值的升高, 最终社会信息

组被试的捐赠额会高于无社会信息组, 即呈现平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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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言的社会影响的积极作用(Croson & Shang, 2013)。 

在后续研究中, 不再设置无社会信息组。因为

研究重点在于比较“上级 vs. 同事”的社会信息(捐

赠额)对员工捐赠额的影响, 而非探讨社会信息有

无对捐赠行为的影响。本实验的因变量测量采用了

被试自行填写金额的方式 , 但鉴于现实募捐场景

(如互联网募捐)多为从预设金额中选择(江程铭 等, 

2019), 实验 1b 改用选择式测量。此外, 由于先前

捐赠者身份和捐赠锚值无交互效应, 后续实验不再

区分锚值高低。最后, 实验 1b 将更换慈善项目场景, 

以检验该效应的稳健性和普遍性。 

3  实验 1b: 再度验证主效应 

实验 1b 目的在于进一步验证上级 vs. 同事捐

赠额信息对员工捐赠额的影响差异。被试被要求从

多个金额选项中选择自己的合意选项。本实验采取

单因素被试间设计(先前捐赠者身份：上级 vs. 同

事), 利用 G*power 软件(Faul et al., 2007)计算出在

显著性水平 α 为 0.05 且效应量为中等效应时(f = 

0.25), 要达到 95%统计力水平的样本量至少需要 

210 名被试。通过见数平台招募被试: 要求被试为

18 岁以上在职工作人员。本实验剔除未通过注意力

检测的被试后, 共获得 307 份有效数据。被试平均

年龄为 32.34 岁(SD = 6.78), 其中女性占比 74.59%。 

3.1  情境实验设计 

被试被随机分配到先前捐赠者为上级组或同

事组。被试被要求想象其所在工作单位正在为名为

“益耳行动”的公益项目捐赠, 随后被告知其直接上级

(vs. 同事)为该项目捐赠 90 元, 并被询问其个人愿意

捐赠的金额。被试需在以下 7 个金额选项中选择一个: 

0 元, 30 元, 60 元, 90 元, 120 元, 150 元, 180 元。之后, 

被试完成注意力检测题, 并填写人口统计信息。 

3.2  结果与讨论 

两组条件下捐赠额均值分别为 M 上级组 = 61.18, 

SD = 30.95; M 同事组 = 92.14, SD = 37.28。由于因变

量捐赠额呈偏态分布(Skewness = 0.66, SE = 0.13), 

因 此 本 实 验 对 捐 赠 额 对 数 转 换 后 进 行 统 计 分 析

(Simpson et al., 2018)。方差分析得到上级组平均

捐赠额显著低于同事组(M 上级组 = 4.01, SD = 0.56; 

M 同事组 = 4.40, SD = 0.67), F(1, 305) = 31.86, p < 

0.001, η2
p = 0.10。纳入人口学变量为协变量分析表

明, 该结论仍然成立, F(1, 305) = 26.09, p < 0.001, 

η2
p = 0.08。协变量方面, 被试年龄(F(1, 305) = 4.01, 

p = 0.046, η2
p = 0.01)、岗位级别(F(1, 305) = 6.37, p = 

0.012, η2
p = 0.02)以及工龄(F(1, 305) = 8.09, p = 

0.005, η2
p = 0.03)对捐赠额有显著影响。其他协变量

对捐赠额影响均不显著(ps > 0.1)。 

上述分析中采用了方差分析, 该方法适用于连

续变量。考虑到被试的选择数据为有序等级数据

(即 0 元, 30 元, 60 元, 90 元, 120 元, 150 元, 180 元递

增的 7 个分类), 方差检验的适用性可能存在争议。因

而 本 实 验 进 一 步 采 用 适 用 于 等 级 数 据 的 Mann- 

Whitney U 检验, 结果同样发现上级组的捐赠额(M = 

114.35)显著低于同事组(M = 193.38, p < 0.001, r = 

0.51)。采用参数(方差分析)和非参数(Mann-Whitney 

U 检验)的方法均得出一致结果, 结论稳健。 

实验 1b 在更换慈善场景并采用金额选项测量

的条件下, 依然发现上级组和同事组在捐赠额上存

在显著差异。实验 1a 和 1b 共同验证了该现象的普

遍性和稳健性。在此基础上, 实验 2 进一步检验该

现象的心理机制。 

4  实验 2a: 基于测量的感知劣势的
中介作用 

实验 2 旨在检验相比于同事捐赠额信息, 上级

捐赠额信息导致员工减少捐赠额的心理机制——

感知劣势, 并探讨其他可能的替代解释。除感知劣

势外, 员工减少捐赠的行为或还可由抬举动机与分

担责任感知解释。抬举(other-enhancement)是工作

场 所 常 见 的 印 象 管 理 策 略 (Kumar & Beyerlein, 

1991), 个体通过贬低自我或赞扬他人以提升他人

形象(Bohra & Pandey, 1984)。因此, 当上级捐赠后, 

员工可能通过降低捐赠额来凸显上级的慷慨。另一

方面 , 分担责任感知(shared responsibility)亦可能

导致捐赠额减少。当个体意识到他人已承担较多责

任时, 其个人努力往往会下降(Wagner, 1995)。据此, 

相较于同事捐赠情境, 上级捐赠额信息可能使员工

认为其已承担更多责任, 从而降低自身捐赠。 

本实验采用单因素被试间设计(先前捐赠者身

份: 上级 vs. 同事), 利用 G*power 软件(Faul et al., 

2007)计算出在显著性水平 α 为 0.05 且效应量为中

等效应时(f = 0.25), 要达到 95%统计力水平的样本

量至少需要 210 名被试。本实验通过见数平台有偿

招募 18 周岁及以上的在职人员, 并要求其满足所

在岗位同时拥有同事和直接上级。剔除未通过注意

力检测的样本后, 本实验共得有 252 名被试数据, 

平均年龄为 32.16 岁(SD = 7.67 岁), 其中女性占比

60.71%。本实验进行了预注册 (https://aspredi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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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g/d534-n9qh.pdf)。 

4.1  情境实验设计 

被试被随机分配到先前捐赠者为上级组或同

事组。首先, 被试被要求想象其所在工作单位正在

为名为“沙漠生态森林”的环保公益项目捐赠。随后, 

被试需填写其直接上级(vs. 同事)的名字, 并简要

描述其日常工作(Fitzsimons & Kay, 2004)。接着, 

被试在获悉其直接上级 (vs. 同事 )为该项目捐赠

200 元后报告自己愿意捐赠的金额, 并回顾捐赠时的

想法, 完成三项量表测量(均为 7 点量表, 其中 1 = 

非常不赞成, 7 = 非常赞成): 责任分担量表(Zhao 

et al., 2023, 2 个条目, α = 0.77), 如“此刻, 我认为为

该项目捐款不是我的责任, 而是我和上级/同事共

同的责任”; 感知劣势量表(改编自 Paharia et al., 

2011, 9 个条目, α = 0.88), 如“与此人相比, 我在追

求 目 标 方 面 处 于 劣 势 ”; 抬 举 动 机 量 表 ( 改 编 自

Kumar & Beyerlein, 1991, 7 个条目, α = 0.92), 如: 

“此刻, 我希望此人对他/她的捐赠表现满意”。 最

后, 被试完成注意力筛查题, 评价对该项目的熟悉

程度(1 = 非常不熟悉, 7 = 非常熟悉), 并填写人口

学信息。 

4.2  结果与讨论 

首先, 本实验分析了先前捐赠者为上级(vs. 同

事 )的组别对环保公益项目的熟悉程度 (M 上 级 组  = 

5.48, SD = 1.15; M 同事组 = 5.36, SD = 1.16), 发现两

者不存在显著差别, t(250) = 0.91, p = 0.36, 因而排

除了被试对公益项目的熟悉度导致差异的可能性。 

(1)捐赠额 

两组条件下被试捐赠额分别为 M 上级组 = 127.15, 

SD = 55.92; M 同事组 = 188.64, SD = 61.57。由于捐赠

额呈偏态(Skewness = 0.39, SE = 0.15), 本实验将捐

赠额对数转化后进行统计分析。结果显示：上级组

平均捐赠额显著低于同事组(M 上 级组  = 4.71, SD = 

0.68; M 同事组 = 5.15, SD = 0.62), F(1, 250) = 77.10, 

p < 0.001, η2
p = 0.10)。加入人口变量为协变量, 结论

依旧成立, F(1, 250) = 32.17, p < 0.001, η2
p = 0.10。

协变量中, 收入正向预测捐赠额, F(1, 250) = 5.71, 

p = 0.018, η2
p = 0.02; 其他人口学变量对捐赠额影

响均不显著(ps > 0.1)。 

(2)分担责任感知 

以分担责任感知为因变量, 方差分析得到被试

认为上级分担的捐赠责任(M = 2.12, SD = 1.02)与

同事分担的捐赠责任(M = 1.98, SD = 0.92)无显著

差异, F(1, 250) = 1.36, p = 0.24。 

(3)抬举动机 

以抬举动机为因变量, 方差分析得到被试对上

级的抬举动机(M = 5.39, SD = 1.11)显著高于对同

事的抬举动机(M = 4.86, SD = 1.24), F(1, 250) = 

12.80, p < 0.001, η2
p = 0.05。 

(4)感知劣势 

以感知劣势为因变量, 方差分析得到在上级面

前被试的感知劣势(M= 4.62, SD = 1.09)显著高于在

同事面前的感知劣势(M = 3.50, SD = 1.01), F (1, 

250) = 71.67, p < 0.001, η2
p = 0.22。 

(5)中介分析 

以先前捐赠者身份(直接上级 = 1, 同事 = 0)

为自变量, 对数转换后的捐赠额为因变量, 将被试

对慈善项目熟悉程度以及人口学变量作为协变量, 

进行重取样本为 5000 的 Bootstrap 中介检验(Hayes, 

2013)。结果显示感知劣势的中介作用显著, 检验结

果不包含 0 (b = −0.21, SE = 0.08, 95% CI [−0.38, 

−0.09]), 如图 1 所示。为了检验先前捐赠者身份对

个体捐赠额的影响是否源于共担责任感知和抬举

动机, 本实验通过 Process Model 4(Hayes, 2013)进

行中介检验, 发现分担责任感知(b = −0.06, SE = 

0.05, 95% CI [−0.16, 0.03])和抬举动机(b = 0.06, 

SE = 0.04, 95% CI [−0.01, 0.14])的中介检验结果包

含 0, 中介效应不显著。 

本实验验证了假设 H2, 即感知劣势在上级(vs. 

同事)示范捐赠和员工个人捐赠额关系之间起中介 
 

 
 

图 1  感知劣势在先前捐赠者身份对员工捐赠额影响的中介作用 
注：***代表在 0.001 水平上显著, 图中回归系数均为非标准化回归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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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 并排除了分担责任感知和印象管理中抬举动

机的替代解释。实验 2b 进一步检验了其他的可能

解释。 

5  实验 2b: 基于慈善行为验证感知
劣势中介作用 

为了进一步增强研究的生态效度, 实验 2b 采用

激励相容的方法(Farmer et al., 2020)检验上级 vs. 同

事捐赠额信息的社会影响差异及其感知劣势的中介

机制, 同时检验社会规范与社会压力的可能解释。 

上级代表权力与地位 , 员工若捐赠超越上级 , 

可能被视为对既定权利结构的挑战。因此, 当上级

率先捐赠后, 员工选择较低金额符合“领导示范—

员工追随”的社会规范, 本实验据此检验社会规范

假设。此外, 根据自我决定理论(Deci & Ryan, 2012), 

当外部控制侵蚀个体自主决策空间时, 会产生心理

抗拒效应。在职场中, 上级率先示范捐赠本质是利

用上级权力身份驱动社会影响, 可能使员工感到被

迫捐赠, 从而产生抗拒并降低捐赠额。因而本实验

也检验社会压力假设。 

本实验采用单因素被试间设计(先前捐赠者身

份: 直接上级 vs. 同事)。实验计划样本量同实验

2a。实验通过见数平台招募 18 周岁及以上的在职

人员, 剔除未通过注意力检验的被试后共保留 247

名, 平均年龄为 32.94 岁(SD = 7.44 岁), 其中女性

占比 64.97%。 

5.1  情境实验设计 

本实验采用激励相容的方法：所有被试被告知

将随机抽取 5 人获得 200 元额外奖励。被试被随机

分配至上级组或同事组, 设想所在单位正为某教育

助学慈善项目募捐(项目源自真实项目)。被试需告

知若中奖, 可自由支配 200 元用于捐赠, 最终所得

为 200 元减去捐赠额, 剩余款项通过见数平台发放, 

捐赠部分由实验代捐至该慈善项目。接着, 被试需

填写其直接上级(vs. 同事)的名字 , 并简要描述其

日常工作(Fitzsimons & Kay, 2004)。随后获悉该上

级/同事为该慈善项目捐赠了 80 元, 并填写自己意

愿的捐赠额(可为 0)。此后, 被试需完成三项量表测

量(均为 7 点量表, 其中 1 = 非常不赞成, 7 = 非常

赞成): 感知劣势量表(同前, α = 0.85); 社会规范感

知量表(2 个条目, α = 0.90), 如按照社会规范, 我的

捐款额不应超过上级/同事; 和社会压力量表(2 个

条目, α = 0.92), 如上级/同事捐了, 我感觉到了压

力, 不得不捐。最后, 被试报告了人口学信息。 

5.2  结果与讨论 

(1)捐赠额 

两组条件下被试捐赠额分别为 M 同事组 = 93.95, 

SD = 35.82; M 上级组 = 66.11, SD = 30.83。由于捐赠

额呈偏态(Skewness = 1.29, SE = 0.16), 本实验以对

数转换后的捐赠额为因变量进行方差分析(Simpson 

et al., 2018)。结果显示, 上级组的员工捐赠额(M = 

4.07, SD = 0.68)显著低于同事组(M = 4.49, SD = 

0.41), F(1, 245) = 35.17, p < 0.001, η2
p

 = 0.13。纳入

人口特征变量为协变量进行分析不影响研究结论。

人口特征变量中教育水平正向预测捐赠额 , F(1, 

245) = 6.01, p = 0.015, η2
p = 0.03; 其他变量影响均

不显著(ps > 0.1)。 

(2)感知劣势 

以感知劣势为因变量, 方差分析得到员工在上

级组的感知劣势(M = 4.48, SD = 0.96)显著高于同

事组(M = 3.93, SD = 1.15), F(1, 245) = 16.80; p < 

0.001, η2
p = 0.06。 

(3)社会规范感知 

以社会规范感知为因变量, 方差分析得到上级

捐赠额示范组员工社会规范感知(M = 5.09, SD = 

1.67)显著高于同事捐赠额示范组(M = 3.42, SD = 

1.88), F(1, 245) = 54.68, p < 0.001, η2
p = 0.18。 

(4)社会压力 

以社会压力为因变量, 方差分析得到上级捐赠

额示范组员工被迫捐赠感知(M = 3.32, SD = 1.61)

显著高于同事捐赠额示范组(M = 2.82, SD = 1.59), 

F(1, 245) = 6.15, p = 0.014, η2
p = 0.03。 

(5)中介分析 

以先前捐赠者身份为自变量, 对数转换后的捐

赠额为因变量, 人口学变量作为协变量, 进行样本

为 5000 的 Bootstrap 中介检验(Hayes, 2013)。结果

显示, 感知劣势的中介作用显著, 检验结果不包含

0 (b = −0.06, 95% CI [−0.11, −0.02])。社会规范的中

介作用显著, 检验结果不包含 0 (b = −0.15, 95% CI 

[−0.22, −0.08]); 社会压力中介检验结果包含 0 (b = 

−0.02, 95% CI [−0.05, 0.01]), 因而排除社会压力这

一可能的解释。在社会心理现象中, 一个现象可能

会有多种心理过程共同导致(Zhao et al., 2010), 因

而社会规范也有可能是中介机制之一。为进一步验

证在控制社会规范影响后, 感知劣势仍具备独立的

解释力, 我们做了以下分析。首先将社会规范与人

口学变量均纳入控制变量, 对感知劣势进行中介检

验, 结果显示在控制社会规范影响后, 感知劣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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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感知劣势在先前捐赠者身份对员工捐赠额影响的中介作用 
注: ***代表在 0.001 水平上显著, **代表在 0.01 水平上显著, 图中回归系数均为非标准化回归系数 

 

中介效应依然显著(b = −0.02, 95% CI [−0.06, 0]); 

其次 , 将感知劣势与社会规范作为平行中介变量 , 

同时纳入 Model 4 进行检验, 二者皆为显著。感知

劣 势 的 中 介 效 应 为 (b = −0.04, 95% CI [−0.09, 

−0.01]), 社会规范的中介效应为(b = −0.13, 95% CI 

[−0.21, −0.06])(图 2)。中介变量之间的成对比较结

果显示, 感知劣势和社会规范的效应强度之间的差

异为 0.09 且不具统计显著性(95% CI [−0.002, 0.19])。

由此可见, 感知劣势是一个独立于社会规范并且效

应量与其无差的中介变量。因为本文主要关注感

知劣势的作用, 所以在下面的研究中继续以此为主

题展开。社会规范感知的中介机制有待进一步深入

验证。 

实验 2a 和 2b 是通过测量中介变量(感知劣势)

进行中介分析的方法, 在本质上还是相关研究, 实

验 3 将通过操纵中介变量方式进一步夯实感知劣势

这一机理。 

6  实验 3: 基于减少感知劣势的操
纵的中介作用 

实验 3 的目的是通过减少被试感知劣势的操纵

进一步验证先前捐赠者身份对员工捐赠额影响的

中介机制。依据实验假设, 与上级(vs.同事)相比触

发了员工的感知劣势, 因此他们通过降低自己捐赠

额的方式补偿感知劣势。因而如果感知劣势的中介

效应成立, 那么减少员工的感知劣势将使其增加自

己的捐赠水平。本实验采用 2 (先前捐赠者身份: 直

接上级 vs. 同事) × 2 (减少感知劣势的操纵: 有 vs. 

无)双因素被试间设计。利用 G*power 软件(Faul 

et al., 2007)计算出在显著性水平 α为 0.05 且效应量

为中等效应(f = 0.25)时, 要达到 95%统计力水平的

样本量至少需要 210 名被试。本实验通过见数平台

有偿招募 18 周岁及以上的在职人员, 并选择所在

岗位同时拥有同事和直接上级的在职人员, 剔除未

通过注意力筛查的被试, 最后共保留 210 名被试, 

平均年龄为 33.59 岁(SD = 7.41 岁), 其中女性占比

59.05%。 

6.1  情境实验设计 

被试需想象其所在工作单位正在为“留住长江

的微笑”环保公益项目慈善信息(项目改编自真实基

金会)。进而获悉其直接上级(vs. 同事)为该项目捐

款 100 元。操纵减少感知劣势的组别还增加了以下

信息：“该上级/同事在各方面的表现(能力、目标实

现速率、拥有的资源和受人尊敬的程度上)都不如

你好”。随后被试填写了感知劣势量表(α = 0.88), 以

此检验减少感知劣势的操纵是否有效。接着被试需

填写自己的捐赠额。此后, 被试评估对该环保公益

项目的熟悉程度, 并且完成了注意力筛查题以及填

写了人口学信息。 

6.2  结果与讨论 

在操纵减少感知劣势的上级组别中, 被试感知

劣势(M 操纵 = 3.90, SD = 1.15)显著低于未操纵减少

感知劣势的组别(M 未操纵 = 4.63, SD = 0.92), t(103) = 

−3.66, p = 0.002, Cohen’s d = −0.72; 在操纵减少感

知劣势的同事组别中, 感知劣势(M 操纵 = 2.91, SD = 

0.90)显著低于未操纵减少感知劣势的组别(M 未操纵 = 

3.87, SD = 1.10), t(103) = −4.84, p < 0.001, Cohen’s 

d = −0.95, 说明研究中减少感知劣势的操纵方式使

得被试感知劣势水平降低 , 减少感知劣势操纵成

功。 

4 组条件下捐赠额分别为 M 未操纵-同事组 = 97.52, 

SD = 46.48; M 未操纵-上级组 = 60.96, SD = 31.27; M 操纵-同事组 

= 158.49, SD = 99.72; M 操纵-上级组 = 101.42, SD = 45.91。

由于捐赠额数据呈偏态(Skewness = 13.61, S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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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7), 因此对捐赠额对数转换后进行统计分析。对

捐赠额进行 2 (先前捐赠者：上级 vs. 同事) × 2 (减

少感知劣势的操纵：有 vs. 无)的方差分析, 结果显

示先前捐助者的身份效应显著, F(1, 206) = 18.04, 

p < 0.001, η2
p = 0.08。减少感知劣势的操纵效应显著, 

F(1, 206) = 31.54, p < 0.001, η2
p = 0.13。二者交互作

用不显著, F(1, 206) = 0.018, p = 0.896。先前捐赠者

为上级的组别中, 操纵减少感知劣势的组别捐赠额

(M 操纵-上级组 = 4.64, SD = 0.67)显著高于未操纵减少

感知劣势的组别(M 未 操 纵 -上 级 组  = 4.00, SD = 0.76), 

t(103) = 4.81, p < 0.001, Cohen’s d = 0.94。先前捐赠

者为同事的组别中, 操纵减少感知劣势的组别捐赠

金额(M 操纵-同事组 = 4.92, SD = 0.59)显著高于未操纵

减少感知劣势的组别(M 未操纵-同事组 = 4.38, SD = 0.88), 

t(103) = 3.74, p = 0.001, Cohen’s d = 0.73。 

本实验通过操纵减少被试感知劣势的方式进

一步验证中介机制。当被试与上级 vs. 同事相比的

感知劣势减少, 会增加对慈善项目的捐赠。在这里, 

本文提及的上级是来自本部门的直接上级, 而在一

个组织结构内会有不同隶属关系的领导类型。员工

不仅受自己直接上级的影响, 也会受其他类型上级

的影响。实验 4 将上级具体分为直接上级、更高级

别上级以及旁部门上级, 试图检验不同上级类型对

员工捐赠行为的影响。 

7  实验 4: 不同类型上级对员工捐
赠的影响 

实验 4 的目的是检验在单位募捐情境下, 不同

类型上级对员工捐赠额的影响, 并再次夯实感知劣

势的中介作用。实验 4 将上级具体细分为直接上级、

更高级别的上级、以及旁部门的上级。因此先前捐

赠者共包括 4 个条件(同事、直接上级、更高级别

的上级、旁部门的上级), 下文简称分别为同事组, 

直接上级组, 更高级别上级组, 旁部门上级组。为

了便于被试理解, 实验材料中把更高级别的上级描

述为“直接上级的上级”, 旁部门上级描述为“其他

部门的上级”。实验利用 G*power 软件(Faul et al., 

2007)计算在显著性水平 α 为 0.05 且效应量为中等

效应(f = 0.25)时, 要达到 95%统计力水平的样本量

至少需要 280 名被试。本实验通过见数平台有偿招

募 18 周岁及以上的在职人员并要求被试所在工作

岗位同时满足有直接上级, 更高级别上级, 旁部门

上级, 剔除未通过注意力筛查的被试, 最后共保留 

286 名被试, 平均年龄为 32.48 岁(SD = 8.11 岁), 其

中女性占比 63.28%。 

7.1  实验情境设计 

被试被随机分配至 4 组实验情境之一, 被要求

阅读慈善项目信息(同实验 2)。阅读完慈善项目信

息后, 被试被要求分别写下自己的同事/直接上级/

更高级别上级/旁部门上级的姓名和日常工作内容。

然后被试获悉其同事/直接上级/更高级别上级/旁

部门上级为该慈善项目捐赠了 100 元后填写自己的

捐赠额。接着, 被试需回忆之前所写人员的姓名及

相关内容, 并完成感知劣势量表(α = 0.87)。最后, 

被试需完成注意力筛查题以及与实验 3 相同的人口

学变量信息。 

7.2  结果与讨论 

(1)捐赠额 

方差分析得到, 4 组条件下, 捐赠额差异显著, 

F(3, 282) = 22.71, p < 0.001, η2
p = 0.20。进一步的事

后检验得到: 与同事组(M 同事组 = 92.30, SD = 19.91)

相比, 直接上级组(M 直接上级组 = 66.23, SD = 25.68, 

t(142) = −5.76, p < 0.001, Cohen’s d = −0.96)、更高

级别的上级组(M 更高级别上级组 = 56.01, SD = 28.38, t(140) 

= −7.97, p < 0.001, Cohen’s d = −1.34)和旁部门上级

组(M 旁部门上级组 = 68.83, SD = 32.93, t(140) = −5.15, p 

< 0.001, Cohen’s d = −0.86)三组条件下捐赠额显著

更低。上述结果进一步验证了假设 1 并进一步把直

接上级的影响扩展了其他类型的上级。 

(2)感知劣势 

4 组感知劣势差异显著, F(3, 282) = 30.59, p < 

0.001, η2
p = 0.25。事后检验显示：与同事组(M = 3.57, 

SD = 0.95)相比, 直接上级组(M = 4.72, SD = 0.90, 

t(142) = 7.46, p < 0.001, Cohen’s d = 1.24)、更高级

别的上级组(M = 4.95, SD = 0.88, t(142) = 8.91, p < 

0.001, Cohen’s d = 1.50)以及旁部门上级组 (M = 

4.51, SD = 0.97, t(142) = 6.05, p < 0.001, Cohen’s d 

= 1.02)感知劣势显著更高。 

(3)中介分析 

为了进一步验证中介机制, 实验以先前捐赠者

类型作为自变量, 捐赠额作为因变量, 感知劣势作

为中介变量, 进行样本为 5000 的 Bootstrap 中介检

验(Hayes, 2013)。由于自变量为分类自变量且 K > 2, 

分析方法参考方杰等(2017)类别变量的中介分析 , 

将先前捐赠者身份(同事; 直接上级; 更高级别的

上级; 旁部门上级)编码为虚拟变量 , 加入人口学

变量为协变量 , 以同事捐赠额信息组为参照进行

Bootstrap 中介分析, 得到结果如表 1 所示, 先前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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赠者为直接上级的组, 更高级别的上级, 以及旁部

门上级组, 感知劣势中介效应值的置信区间都不包

含 0, 表明感知劣势的中介效应显著, 以上结果支

持了假设 2, 即“感知劣势在上级(vs. 同事)示范捐

赠额和员工捐赠额之间起中介作用”。 

 

表 1  感知劣势的中介效应分析 

中介路径 估计值 95% CI 

以同事组为参照   

直接上级→感知劣势→捐赠额 −4.38 [−8.47, −0.33]

直接上级→捐赠额 −24.77 [−33.23, −16.29]

更高级别的上级→感知劣势→捐

赠额 
−5.39 [−10.33, −0.33]

更高级别的上级→捐赠额 −35.46 [−44.04, −26.89]

旁部门上级→感知劣势→捐赠额 −3.57 [−6.98, −0.25]

旁部门上级→捐赠额 −21.98 [−30.61, −13.35]

 

8  实验 5: 金钱 vs. 时间捐赠差异 

在现实情景中 , 捐时间(即作为志愿者进行志

愿服务)和捐钱是人们捐赠的两种主要方式。实验 5

意图检验上级 vs. 同事捐赠金钱(vs. 时间)对其他

员工捐赠行为的影响。本实验采用 2 (先前捐赠者: 

上级 vs. 同事) × 2(资源类型: 金钱 vs. 时间)被试

间设计。本实验计划样本量同实验 3。实验通过见

数平台有偿招募 18 周岁及以上的在职人员, 删除

未通过注意力筛查的被试, 共得到有效数据 250 份, 

平均年龄为 31.86 岁(SD = 6.44 岁), 其中女性占比

70.80%。本实验进行了预注册 (https://aspredicted. 

org/2rhn-5tzp.pdf)。 

8.1  实验情境设计 

被试被随机分配至 4 组条件之一。时间捐赠组

和金钱捐赠组研究流程相同。被试被要求想象其所

在单位正为附近一家儿童福利院捐款(时间捐赠组

为志愿服务)。随后被试被要求写下一位部门同事/

直接上级的姓名, 并简要描述与其日常工作。紧接

着, 被试获悉其同事(vs. 上级)已为福利院捐款 300

元/已到福利院做志愿服务 6 小时 3, 然后被试被询

问意愿捐款额/志愿服务时长并填写人口学信息。 

8.2  结果与讨论 

本实验根据每一位被试月收入水平计算其时

                       

3 根据实验 1a 到实验 4 中所有被试的月收入, 取中位数得到月

工资为约 8120 元, 除以法定月计薪天数(21.75)×8 小时, 最终计

算出被试平均工资为 46.47 元/小时。为了便于计算和对比, 实验

5 指导语中按照 50 元/小时把志愿服务时间与金钱 300 元对等。 

薪, 将志愿服务的时间转化为其对应的金额, 以使

各组因变量可以比较。4 组条件下平均捐赠额分别

为 M 金 钱 -上 级 组  = 152.06, SD = 82.01; M 金 钱 -同 事 组  = 

265.45, SD = 102.31; M 时 间 -上 级 组  = 302.32, SD = 

150.42; M 时间-同事组 = 278.37, SD = 152.57。由于捐赠

额呈偏态(Skewness = 1.03, SE = 0.15), 将捐赠额对

数化后作为因变量, 方差分析结果为先前捐赠者身

份主效应显著, F(1, 246) = 11.41, p < 0.001, η2
p = 

0.04; 捐赠资源的主效应显著, F(1, 246) = 18.94, 

p < 0.001, η2
p = 0.07。二者交互作用显著, F(1, 246) = 

23.68, p < 0.001, η2
p = 0.09。具体而言, 在金钱捐赠

场景下, 先前捐赠者的身份影响差异显著(M 上 级  = 

4.84, SD = 0.71; M 同事 = 5.49, SD = 0.47), t(123) = 

−5.83, p < 0.001, Cohen’s d = −1.04。而在时间捐赠

场景下, 先前捐赠者身份的影响不再显著(M 上级组 = 

5.57, SD = 0.62; M 同事组 = 5.45, SD = 0.67), t(123) = 

1.05, p = 0.293 (图 3)。加入协变量分析不影响最终

结论。协变量中收入对捐赠额影响显著, F(1, 249) = 

39.70, p = 0.043, η2
p = 0.14; 其他协变量均无显著影

响(ps > 0.1)。 
 

 
 

图 3  上级(vs. 同事)的不同捐赠资源信息对员工捐赠行

为影响 

 

本实验验证了假设 H3, 即工作场所募集善款

(金钱)和志愿服务(时间)情境下, 上级 vs. 同事捐

赠额信息对员工捐赠行为的影响存在差异。金钱捐

赠情境下, 上级捐赠额信息的示范作用显著劣于同

事捐赠额信息, 而在时间捐赠情况下这种差异不再

显著。实验结果表明: 时间和金钱虽然都是重要的

资源, 但是具有不同的心理属性, 对员工捐赠行为

有不同影响。 

9  总讨论 

工作场所募捐作为重要的慈善捐赠来源, 已被

广泛使用。但相关提升募捐效率的研究仍较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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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ristensen et al., 2016)。本研究通过 7 个实验, 发

现工作场所募捐情境下 , 相较于同事捐赠额信息 , 

上级捐赠额信息示范下员工捐赠额更低, 感知劣势

是其中的重要心理机制。实验 1a 和 1b 显示相较于

同事捐赠额信息, 上级捐赠额信息使员工降低了捐

赠额。实验 2a 和 2b 发现感知劣势是员工在上级捐

赠后减少捐赠额的中介。实验 2a 同时探讨并排除

了两种替代解释：分担责任感知和抬举动机, 实验

2b 则发现, 除了感知劣势, 另有社会规范的中介作

用, 并排除了社会压力的假设。实验 3 显示, 当操

纵减少被试在与上级(vs. 同事)社会比较中的感知

劣势水平后, 无论是上级组还是同事组的捐赠额均

显著提高。实验 4 发现上级不仅限于员工的直接上

级, 还可推广至其他类型领导：更高级别的上级和

旁部门的上级。最后, 实验 5 发现上级 vs. 同事捐

赠额信息对员工捐赠额影响差异限于金钱结果而

不能推论到时间结果。 

本文的主旨是检验上级 vs. 同事率先捐赠对员

工捐赠额的影响, 以及感知劣势的中介作用。然而在

研究过程中, 我们不期发现另一潜在中介变量——

社会规范 4。社会规范的作用使得员工遵循“上尊下

卑”的社会角色规范而选择低于上级的捐赠额(李锐, 

田晓明, 2014)。鉴于社会心理现象常由多重机制共

同作用, 社会规范可能也是中介机制之一。由于本

研究最初聚焦于感知劣势这一中介变量, 因此未能

进一步检验社会规范的作用, 这一局限有待未来研

究加以弥补。总体上, 本研究从现象呈现(实验 1a

和 1b), 到相关性实验(中介分析, 实验 2a 和 2b), 再

到因果检验(操作中介变量, 实验 3), 最后通过引

入调节变量(金钱捐赠 vs. 时间捐赠, 实验 5)来影

响因变量的方法, 为感知劣势的解释提供了汇聚性

的证据(Spencer et al., 2005)。 

9.1  理论贡献 

质疑权威榜样效应的情境边界: 先前文献认为

高地位个体的示范作用更强(Bandura, 2001), 但本

研究发现, 在慈善捐赠情境中, 上级示范反而劣于

同事示范。这揭示了权力地位的示范效应并非普适, 

而是受身份一致性和资源属性的调节。研究质疑了

传统管理实践中“领导垂范”的绝对有效性, 强调同

事的身份相似性可能比权力差序更能驱动社会影

响, 为组织行为学中社会影响理论增添了新的条件

                       

4 感谢评阅人提出此机制, 实验 2b 检验了该可能的机制。 

限制。 

深化社会比较机制在组织行为中的应用: 通过

整合社会比较理论与相对剥夺理论(Walker & Smith, 

2002), 研究阐释了员工在与上级进行上行比较时, 

因感知自身在资源、地位上的劣势(感知劣势)而减

少捐赠的内在机制。这一发现揭示了相对剥夺感如

何通过抑制亲社会行为来补偿感知劣势, 拓展了社

会比较理论在组织内亲社会行为中的解释力。 

揭示资源属性对社会影响的调节作用: 通过对

比金钱与时间捐赠的差异 , 研究验证了资源属性

(可再生/不可再生、可量化/不可量化)对社会比较效

应的调节作用。金钱的量化特性强化地位差异感知, 

而时间资源的不可存储性弱化了比较动机, 这一结

论深化了 Mogilner (2010)的资源心理属性理论, 为

“资源类型—社会影响”的交互效应提供了实证支

持, 拓展了慈善捐赠研究的理论框架。 

探索多重中介机制的可能性：研究发现感知劣

势是核心中介变量，同时揭示了社会规范(如“尊

卑有序”的权力结构约束)的潜在中介作用。尽管

研究未深入验证后者，但提出了社会心理现象可能

由多路径并存的假设，促进了未来对社会影响复杂

机制的多维探究。 

9.2  实践意义 

工作场所募捐(如员工捐款)作为“第三次分配”

的重要载体, 其在微观层面体现共同富裕的理念。

该理念提倡收入较高群体、企业等主体主动通过慈

善回馈社会, 强调“效率和公平兼顾”。工作场所捐

赠是员工将自身资源通过正式组织机制进行再分

配的典型实践; 它以员工为个体主体、以企业组织

为平台, 实现了“自愿性再分配”目标。本研究为共

同富裕背景下的慈善捐赠机制优化提供了实证依

据。通过改进工作场所募捐策略, 能够更有效地动

员社会慈善资源, 发挥“第三次分配”在促进共同富

裕中的积极作用。 

9.3  研究局限 

首先, 实验采用网络情境测量慈善行为, 慈善

行为具有较高社会期许性, 被试可能因自我呈现动

机高估捐赠意愿。但该偏差在各实验条件下具有一

致性, 不影响组间比较的相对效度。其次, 研究简

化了组织情境, 未充分考虑真实职场的群体互动复

杂性与领导风格差异, “同事示范更有效”的结论可

能受组织文化与结构特征限制。未来研究可结合企

业真实捐赠数据或采用田野实验, 以提升外部效度, 

并探讨不同组织文化与层级结构下示范效应的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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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机制。最后, 本研究样本来源于高权力距离文化

背景, 结论在低权力距离文化中的适用性尚需跨文

化验证。后续研究亦可扩展捐赠形式, 如实物、技

能或时间投入, 以更全面地揭示亲社会行为的心理

机制。 

9.4  结论 

本研究揭示了工作场所募捐中权威示范的负

面效应: 相比于同事率先捐赠 , 当领导(包括不同

的领导: 直接领导, 旁部门的领导, 以及直接领导

的领导)率先捐赠时, 员工在与领导的社会比较过

程中产生的感知劣势会降低其捐赠额。该效应体现

在金钱捐赠而非时间捐赠(志愿服务)。研究亦发现

社会规范也有可能是中介变量。整个研究从总体上

质疑了传统管理实践中“领导垂范万能论”的认知, 

为组织设计科学的公益动员机制提供了理论与实

证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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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orkplace fundraising, which serves as an important source of charitable funding is an effective means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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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ickly engaging a large pool of potential donors. A common strategy involves having superiors donate first, 

aiming to set an example and encourage employees to participate. However, the effectiveness of this approach 

warrants further investigation. To explore this, we conducted seven experimental studies with employed 

individuals aged 18 and above, examining how donations made by superiors (versus coworkers) might suppress 

employees’ donation amounts and identify the psychological mechanisms underlying this effect. 

    Experiment 1a (N = 313) adopted a between-subjects design with five groups: 2 (previous donor identity: 

direct superior versus coworkers) × 2 (donation anchor value: high versus low) plus a group without social 

information.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employees donated less when informed of their superiors’ (versus 

coworkers) donation amounts. Additionally, under the high-anchor condition, employees increased their 

donation amounts.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previous donor and donation anchor was not significant. 

Experiment 1b (N = 307), using a different charity scenario and a fixed set of seven donation options, replicated 

the suppressive effect of superiors’ (versus coworkers’) donations on employee contributions.  

    Experiment 2a (N = 252) examined the mediating role of perceived disadvantage and ruled out two 

alternative explanations, shared responsibility and other-enhanced motivation. Experiment 2b (N = 247) 

employed an incentive-compatible charitable donation task to further examine the mediating mechanism of 

perceived disadvantage and to eliminate alternative interpretations of social pressure. Experiment 3 (N = 210) 

further validated the mediating role of perceived disadvantage by manipulating this mediator. A 2 (previous 

donor: superior versus coworker) × 2(perceived disadvantage manipulation: present versus absent) 

between-subjects design was employed. In the perceived disadvantage-manipulation condition, participants were 

instructed to imagine that their superiors or coworkers performed worse than themselves in various domains 

including ability, goal achievement speed, resources, and respect.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manipulation 

increased donation amounts for both the superior and coworker groups. These results further validated the 

mediating role of perceived disadvantage. Experiment 4 (N = 286) further categorized superiors into direct 

superiors, higher-level superiors, and superiors from other departments using a four-group (previous donor type: 

coworkers, direct superiors, higher-level superiors, and other department superiors) between-subjects design.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participants donated significantly less when informed about donations from any type of 

superior compared to coworkers. These results further supported the hypothesis that donations made by 

superiors (versus coworkers) suppress employee donation amounts and reinforced the mediating role of 

perceived disadvantages. 

    Experiment 5 (N = 250) compared the effects of monetary and time donations on workplace fundraising. 

Using a 2 (charitable resource: money versus time) × 2 (previous donor type: superior versus coworkers) 

between-subjects design,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donations made by superiors suppress employees’ monetary 

contributions, but this suppression effect is not observed in the case of time-based donations. 

    These findings suggest that in the context of workplace fundraising, the current top-down donation strategy 

may not be the most effective. In a top-down approach, employees’ donation decisions are influenced by upward 

social comparisons, where the perception of being disadvantaged relative to superiors suppresses their 

willingness to contribute. To mitigate this effect, organizations can minimize the impact of upward comparisons 

during fundraising campaigns. Encouraging generous employees to take the lead in making donations may be a 

more effective approach to maximizing overall contributions. 

Keywords  workplace fundraising, social influence, social comparison, perceived disadvant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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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 2a 
 

 
 

实验 2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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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 3 
 

 
 

实验 4 

募捐信息同实验 2a： 

 

实验 5 

时间捐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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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钱捐赠 
 

 
 

量表 

共担责任量表:  

①我认为, 为该慈善项目捐款不是我的责任, 而是我同事/领导的责任 

②我认为, 为该慈善项目捐款不仅是同事/领导的责任, 也是我的责任(R) 

 

感知劣势量表:  

①与此人相比, 我在实现目标方面处于不利地位 

②与此人相比, 我成功的路上有更多的障碍 

③我要比此人更努力才能达到我的人生目标 

④和此人相比, 我取得今天的地位要更难一些 

⑤在此人面前, 我常常感觉自己是为数不多的想要努力获得突破的人 

⑥与此人相比, 我追求目标的处境不利 

⑦此人比我拥有更多的资源 

⑧与此人相比, 我经常觉得自己必须与更多的歧视作斗争 

⑨此人会因为我的优越背景而嫉妒我(R) 

 

抬举动机量表:  

①我想让此人感觉他/她自己的捐赠表现还不错 

②我想强调这是在他/她带领下取得的捐赠成就 

③我想让他/她知道是在他/她的带领下我做出了捐赠 

④我想夸赞他/她的善心, 给他/她一种我很欣赏他的印象 

⑤我想让他/她知道, 我是在他/她的捐赠引导下进行的捐赠, 让他/她感觉我钦佩他/她的善举 

⑥我想借机赞美他/她 

⑦此刻, 我想称赞他/她的捐赠成果, 尽管这称赞是件微不足道的小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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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规范感知量表:  

①按照社会规范, 我的捐款额不应超过上级/同事 

②约定俗成, 我不应捐得比上级/同事多 

 

社会压力量表:  

①上级/同事捐了, 我感觉到了压力, 不得不捐 

②上级/同事捐了, 我“被迫”也得捐 
 

 


